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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背景下，以情绪调节、压力缓解和自我关怀为目的的疗愈消费逐渐受到青年消费者关注。本文

以1997~2012年出生的青年消费者群体(以下简称“Z世代”)为研究对象，结合网络文本挖掘、多阶段分

层抽样调查(N = 1171)、离散选择实验、随机森林及Bootstrap中介检验，探讨疗愈消费的决策机制与支

付意愿。研究发现，疗愈消费呈现“情绪触发–价值评估”的序贯决策模式：情绪唤醒部分解释生活压

力对购买意愿的影响，价值评估因素与购买意愿关联更强，并发挥调节作用。消费者愿意为专业背书、

效果可量化和隐私保护支付额外费用，其中专业背书溢价最高。研究提出“理性治愈”框架，为理解情

绪消费行为及优化产品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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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digital economy, healing consumption aimed at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ess relief and self-care has gained increasing attention among young consumers. This study ex-
amines consumers born between 1997 and 2012 (Generation Z) using web text mining, multi-stage 
stratified sampling survey (N = 1171), discrete choice experiments, random forests, and Bootstrap 
mediat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a sequential decision pattern of “emotional triggering-value 
evaluation”: emotional arousal partially mediat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life stress and purchase 
intention, while value evaluation factors have a stronger association with purchase intention and 
exert a moderating effect. Consumers are willing to pay premiums for professional endorsement, 
measurable effectiveness, and privacy protection, with professional endorsement showing the high-
est premium. This study proposes a “rational healing” framework to explain emotional consumption 
decisions and provides implications for produc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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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经济与社会转型交叠之下，以情感陪伴、解压助眠、自我关怀为核心的“疗愈消费”，这一现象

在 1997~2012 年出生的青年消费者群体中较为突出[1]，该群体在市场营销与消费者行为研究中通常被称

为“Z 世代(Gen Z)”。需要说明的是，代际分类作为分析工具具有一定便利性，但也可能忽略群体内部

的差异性[2]。因此，本文采用“Z 世代”仅作为研究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界定，不预设该群体具有完全一

致的价值观或消费行为。 
该现象已由零散的个体消费行为逐渐发展为具有一定市场规模的新兴消费领域[3]。疗愈消费本文界

定为以情绪改善和心理修复为主要购买目的的商品或服务消费，涵盖助眠产品、情绪陪伴、冥想体验等

形态，是“零售疗法”概念在数字经济与东亚青年情境下的延伸。据《2025~2029 年中国情绪经济消费趋

势洞察报告》1数据，如图 1 所示：Z 世代中解压疗愈经济的消费偏好达 37.57%，仅次于沉浸式体验经济

(49.43%)与潮玩盲盒经济(48.29%)，表明疗愈消费正由概念驱动转向价值驱动。然而，部分观点倾向于将

此类消费简单解释为非理性消费行为。这种解释忽视了近年来消费心理学对于情绪价值和体验价值的重

新认识。这一判断忽视了国际文献对情绪性消费的重新理解。真正值得追问的已不再是“疗愈消费是否

理性”，而是“理性评估以何种方式、多大权重嵌入情感决策”。 
既有研究在三条脉络上为理解疗愈消费提供了基础，但也遗留了显著空白。其一，零售疗法与情绪消

费动机研究。Atalay 与 Meloy [4]将 retail therapy 界定为“以改善心境为目的的策略性购买”，Rick 等[5]进
 

1https://report.iimedia.cn/repo3-0/578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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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证实购买决策本身可缓解残留悲伤。然而，该脉络多止步于“购买行为是否改善情绪”的效果验证，

缺乏对“消费者为情绪价值愿意支付多少”的货币化测度。其二，消费价值理论。Sheth 等[6]提出包含情绪

价值在内的五维消费价值模型，Sweeney 与 Soutar [7]以 PERVAL 量表确立情绪价值为独立可测维度。这为

疗愈消费提供了合法性解释——为情绪改善付费是追求特定价值维度的理性行为。但情绪价值的“市场估

价”仍缺乏基于揭示偏好方法的严谨估计。其三，双过程理论与消费决策。Kahneman [8]的 System 1/System 
2 框架区分直觉–情感加工与审慎–理性加工，Evans [9]指出两系统间存在“默认–干预”序贯关系而非简

单对立。但既有消费研究多将情感与理性视为“理性抑制感性”的竞争关系[10]，少有实证检验二者在同一

购买决策中协作模式。综合来看，既有文献存在三个具体不足：(a) 情绪消费的支付意愿缺乏货币化测度；

(b) 情感与理性的序贯交互未经验证；(c) 证据多取自欧美样本，缺乏针对东亚 Z 世代群体的实证。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emotional consumption preferences among Generation Z 
图 1. Z 世代情绪消费偏好分布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分别采用离散选择实验测度消费者对疗愈属性的支付意愿，利用 OLS-

Bootstrap 模型分析消费决策机制，并结合随机森林与聚类分析识别消费者偏好差异，从测度、机制和异

质性三个层面验证“理性治愈”框架。 
本文贡献有三：测度层面，运用 DCE 对 Z 世代疗愈产品非价格属性支付意愿进行货币化估计，弥补既

有研究聚焦于购买意愿量表忽视经济量级刻画的不足；理论层面，双过程视角揭示情感与理性的序贯关系与

交互，提炼“理性治愈”整体框架[11]；实践层面，为疗愈产品设计、服务优化以及价值沟通提供经验依据。 

2. 理论背景和文献综述 

2.1. 零售疗法与情绪性消费 

疗愈消费理论源头是零售疗法(retail therapy)研究。早期文献倾向于将情绪驱动的购买等同于冲动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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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或补偿性消费，视之为自我控制失败的产物[12]。这一定性在过去十余年被系统修正。Kemp 与 Kopp 
[13]进一步表明，消费者也可能基于改善情绪和满足心理需求进行主动选择。因此，情绪消费逐渐由非理

性行为解释转向目标导向的情绪调节视角。本文认为，疗愈消费是该理论在数字消费环境中的延伸，其

价值不仅体现于情绪改善，也涉及消费者对相关属性价值的评估。 
生活压力可能提高消费者对情绪调节需求的关注，并进一步影响购买意愿。据此提出： 
H1：生活压力与 Z 世代疗愈消费的购买意愿正相关。 
压力向购买的转化并非直接完成。情绪调节视角表明，压力首先引发情绪层面的唤醒与不适，唤醒

状态提高个体对情绪相关消费线索的注意与反应倾向，进而转化为购买意愿。据此提出： 
H2：情绪唤醒在生活压力与购买意愿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感性入场”路径)。 

2.2. 双系统理论与消费决策 

Evans 以及 Evans 与 Stanovich [14]提出并系统论证了“默认–干预”结构：System 1 先行给出默认

反应，System 2 随后介入——但介入的功能不限于否决，同样可以是审查、修正与背书；当默认反应经

受住理性审查时，System 2 的介入反而强化而非削弱行为倾向。Dhar 与 Gorlin [15]已将该结构引入消费

者偏好建构的理论分析，但正如 Samson 与 Voyer [16]的综述所指出，双系统模型在消费领域的应用多停

留于概念层面，在同一购买决策中同时估计两条路径并检验其交互的实证工作仍然缺乏。将默认–干预

结构应用于疗愈消费情境：情绪唤醒首先形成消费倾向，随后消费者基于产品价值、功能效用和成本收

益关系进行进一步评估，并影响最终支付决策。 
本文以“性价比”和“物有所值”关注程度测量价值理性。需要说明的是，该指标主要反映消费者

对价格–价值关系的关注，并非等同于单纯价格敏感。未来研究可结合质量感知、品牌信任等维度进一

步完善测量。[17]。据此提出： 
H3：价值意识作为价值理性的重要表现形式，与购买意愿正相关，且其关联强度高于情绪唤醒因素。 
H4：价值意识正向调节生活压力对购买意愿的效应(情感–理性序贯交互)。 

2.3. 情绪价值的支付意愿 

消费价值理论为情绪价值的可定价性提供了依据。Sheth 等的五维消费价值模型将情绪价值列为独立

维度，Sweeney 与 Soutar 以 PERVAL 量表证实其可测性。但该脉络对情绪价值的测量始终依赖李克特量

表式的陈述性态度，存在两点局限：其一，量表得分无法转化为货币量级，难以指导定价；其二，直接询

问支付意愿易受策略性应答与假设性偏误污染。消费价值理论为情绪价值的经济测度提供基础，但传统

量表难以反映消费者实际支付水平。离散选择实验能够通过消费者在不同属性组合中的选择行为估计边

际支付意愿，因此适用于疗愈消费属性价值测度[18] [19]。这构成本文方法切入点。 
疗愈产品具有一定信任品属性[20]，专业背书能够降低消费者的信息不确定性[21] [22]，因此可能形

成更高支付溢价。据此提出： 
H5：在离散选择实验中，专业背书属性的边际支付意愿高于效果可量化与隐私保护属性。 

3. 调查设计与数据收集 

3.1. 数据来源与问卷设计 

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设计，结合文本挖掘、问卷调查、离散选择实验和机器学习方法开展分析。技

术路线如图 2 所示，采用文本挖掘与问卷相结合的混合方法。文本挖掘部分选取社交媒体平台中与疗愈

消费相关的公开讨论文本，经清洗后获得有效文本 7.3 万余条。关键词共现分析显示，“解压”“治愈”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6.159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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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绪相关词汇与“性价比”“值得”等价值评价词汇存在较高关联，为问卷指标设计和变量构建提供

参考，与基于 CNKI 的 593 篇文献计量分析共同为问卷构念设定提供依据。问卷核心量表共 28 题，涵盖

情绪状态、家庭支持感知、疗愈消费动机与消费决策偏好四个维度，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 
 

 
Figure 2. Research technical roadmap 
图 2. 研究技术路线图 

 
本研究两个分析模块所用变量的操作化定义与来源如表 1 所示。离散选择实验模块中，“价格”为

连续变量(以实际报价金额赋值)，“专业背书”“效果可量化”“隐私保护”为虚拟变量，其中变量为 1 
= 具备该属性、0 = 不具备。受访者在实验生成的选择集中进行偏好排序，数据输入条件逻辑模型。驱动

机制模块中，生活压力、情绪唤醒、购买意愿和价格敏感度均采用 5 点李克特量表测量，并用于后续模

型分析。 
 

Table 1. Operational definitions and analytical attribution of variables 
表 1. 变量操作化定义与分析归属 

分析模块 变量名称 操作化方式 数据来源 输入模型 

支付意愿测度 

价格 连续变量(元) DCE 选择集 条件 Logit 

专业背书 虚拟变量(0/1) DCE 选择集 条件 Logit 

效果可量化 虚拟变量(0/1) DCE 选择集 条件 Logit 

隐私保护 虚拟变量(0/1) DCE 选择集 条件 Logit 

驱动机制分析 

生活压力 5 点量表均分 问卷 5 题 OLS + Bootstrap 

情绪唤醒 5 点量表均分 问卷 4 题 OLS + Bootstrap 

购买意愿(因变量) 5 点量表均分 问卷 4 题 OLS 

价格敏感度 5 点量表均分 问卷 3 题 OLS 

3.2. 离散选择实验设计 

综合文献和市场调研结果，本研究选定价格、专业背书、隐私保护和效果可量化四个属性，其定义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6.159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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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水平如表 2 所示。四属性构成 2 × 2 × 2 × 3 因子结构(24 种组合)，经正交设计筛选出 8 组代表性组合，

所有受访者完成同一组 8 个选择任务；每题设两个竞争方案(A/B)及“都不选”(opt-out)选项，以贴近真

实权衡情境。需要指出的是，离散选择实验中的支付意愿来源于受访者在假设情境下的选择行为，与真

实市场交易仍存在一定差异。由于实验环境无法完全复制实际消费过程，估计结果可能受到假设性偏差

(hypothetical bias)的影响。因此，本文将边际支付意愿解释为消费者偏好结构和支付倾向的估计，而非实

际交易价格的直接预测。 
 

Table 2. Attribute and level specification of the discrete choice experiment 
表 2. 离散选择实验的属性与水平设定 

属性 定义 水平 选取依据 

价格 单次疗愈产品/服务的价格 49 元/99 元/199 元 覆盖数字疗愈服务的市场定价区间 

专业背书 是否有专业团队参与内容设计 有/无 科学权威对情感消费的信号传递作用 

隐私保护 数据安全与匿名程度 强/一般 数据安全在数字化疗愈中的核心地位 

效果可量化 是否提供可视化效果反馈 可量化报告/无量化 用户对效用反馈的可追踪需求 

属性 定义 水平 选取依据 

3.3. 抽样设计与样本量 

为兼顾区域代表性与人口规模差异，问卷阶段采用分层抽样、概率比例规模抽样(PPS)与简单随机抽

样相结合的多阶段设计：先以中国各省份疗愈消费网络评论热度为辅助变量，分高/中/低三层并按热度

PPS 抽取区域与省份[23] [24]，再依据中国人口普查人口占比分配样本，并在省内以简单随机抽样确定末

级单元[25]。 
在样本量确定上，于总体比例 p 未知时取最保守情形( 0.5p = )，在 95%置信水平( /2 1.96zα = )、允许

误差 4%e = 下，简单随机抽样的初始样本量由公式(1)给出[26] [27]： 

( )2
/2

0 2

· 1  
   ,

 
z p p

n
e

α −
=                                      (1) 

公式(1)中 /2zα 为标准正态分位数，p 为总体比例(保守取 0.5)，e 为允许误差。 
代入参数得 0 600n ≈ 。全国 Z 世代总体规模极大，有限总体修正可忽略；但多阶段抽样会因聚集性

放大估计方差，故以设计效应 deff 修正[28] [29]，见公式(2)： 

0     ,n n deff= ×                                         (2) 

公式(2)中 deff 为多阶段抽样设计效应[30]。取 1.8deff ≈ 修正后，最低有效样本量约 1080 份。并且结

合预调查的有效回收率，本次正式调查预期回收率为 82%，则实际发放问卷应为 1318 份，最终回收有效

问卷 1171 份，有效回收率 88.85%，满足要求。 

3.4. 样本特征 

在 1171 份有效样本中，人口学分布呈现良好代表性[31]，约 71.7%的受访者存在显性疗愈消费行

为[32]。性别方面，女性占 52.3%，男性占 47.7%，比例均衡[33]；职业结构上，本科占比最高(42.4%)，
企业职员次之(21.9%)，覆盖了从校园到职场的典型青年群体。尤为关键的是，受访者月可支配收入集

中在 1500~2999 元区间占比最高，接近 40%。该收入结构反映样本具有一定预算约束特征[34] [35]。详

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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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Demographic profile of the overall sample 
图 3. 总体人群信息图 

3.5. 信度与效度检验 

预调查的有效回收份数(75 份)整体信度 Cronbach’s α 为 0.786，据此修订题项后开展正式调查。正

式样本核心量表整体 α 为 0.843、标准化 α 为 0.889 [36]，各维度信度如表 3 所示，均达可接受水平

[37]。 
 

Table 3. Cronbach’s α coefficients in the formal survey phase 
表 3. 正式调查阶段 Cronbach’s α 系数 

变量 题项数量 Cronbach’s α 系数 标准化 Cronbach’s α 系数 

情绪状态 7 0.826 0.831 

家庭支持感知 4 0.789 0.795 

疗愈消费动机 8 0.867 0.872 

消费决策偏好 9 0.883 0.903 

 
效度方面，KMO 值为 0.887，Bartlett 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为 23183.48 (自由度 465，p < 0.001)，

适合因子分析[38]；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 4 个公因子，与理论预设一致，累计方差解释率接近 60%，

社会科学实证研究中，接近 60%的方差解释率已达到了提取核心信息的基础标准[39]。各题项载荷与

共同度均高于 0.5 且无明显交叉载荷[40]，主成分分析与方差解释结果如图 4 所示，收敛效度与区分效

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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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Bubble chart of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variance explanation 
图 4. 主成分分析与方差解释气泡图 

4. 效用量化与支付意愿测度 

4.1. 模型构建 

基于随机效用理论[41]，消费者 i 在情景 t 方案 j 效用由可观测部分与随机误差构成，如公式(3)所示： 

,ijt ijt ijtU V ε= +                                       (3) 

公式(3)中， ijtU 代表消费者选择特定方案获得的总效用； ijtV 为可观测的确定性效用部分，反映了产品各

属性的客观总贡献； ijtε 为不可观测的随机误差项。其确定性效用 ijtV 的线性组合构建如下： 

1 2 3 ,ijt ijt ijt ijt ijtV Price Endorse Privacy Quantifyα β β β= ⋅ + ⋅ + ⋅ + ⋅                  (4) 

公式(4)中， ijtPrice 代表疗愈产品的连续价格变量，α 为其对应的价格偏好系数； ijtEndorse 、 ijtPrivacy 与

ijtQuantify 分别代表专业背书、隐私保护和效果可量化这三个非价格属性的虚拟状态变量， 1 2 3,  ,  β β β 则

为这三个增值属性对应的边际效用系数。 
当随机误差项服从独立同分布的极值 I 型分布时，选择概率表现为条件逻辑模型形式[42]： 

( )
( )

exp
,

exp
ijt

ijt
ikt

k C

V
P

V
∈

=
∑

                                    (5) 

公式(5)中， ijtP 表示消费者最终选择方案 j 的概率，C 代表包含所有备选方案的选择集合。 
通过最大似然估计[43]求得各项参数后，为了将心理效用转化为直观的货币价值，引入边际支付意愿

(MWTP)的计算公式[44]： 

MWTP ,k
k

β
α

= −                                      (6) 

公式(6)中， MWTPk 表示消费者为了获得第 k 个非价格属性而愿意额外支付的溢价金额； kβ 为该属性的

效用估计系数，α 为模型估计出的价格系数。 

4.2. 支付意愿估计结果 

条件逻辑模型的极大似然估计显示，四个属性均在 1%水平显著，McFadden 伪为 0.20，模型拟合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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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45]。价格相对重要性达 60.2%，为首要因素[46]；专业背书、效果可量化与隐私保护均显著正向。以

Krinsky-Robb 法计算的各属性边际支付意愿及 95%置信区间[47]，如图 5 所示：专业背书约 90.22 元([84.8, 
95.9])、效果可量化约 48.18 元([43.7, 53.0])、强隐私保护约 40.70 元([36.0, 45.5])。专业背书属性的支付溢

价最高，说明在本研究样本中，消费者在疗愈产品选择过程中更加重视专业性与可信度。 
 

 
Figure 5. Marginal willingness to pay (MWTP) for each attribute with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图 5. 各属性边际支付意愿(MWTP)及 95%置信区间 

 
上述 DCE 以价格作为连续属性变量纳入效用函数，其系数直接反映受访者在假设性选择情境中对价

格变化的行为敏感度，据此计算各非价格属性的 MWTP。该分析回答“消费者为特定属性愿意多付多少”

这一测度问题。第 4 节转向“什么因素驱动整体购买意愿”的机制问题，自变量来源于问卷态度量表。

其中“价格敏感度”测量受访者对“性价比/物有所值”的主观重视程度(李克特 5 点量表)，与 DCE 中行

为揭示的价格系数在概念方向上一致——均反映价格在决策中的权重——但测量层次不同：前者为态度

自陈，后者为选择行为揭示偏好。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边际支付意愿来自离散选择实验中的假设选择情

境，反映的是消费者在实验条件下对不同属性的相对价值判断，而非实际市场交易中的确定支付金额。

因此，相关结果主要用于比较不同属性的重要程度和支付倾向。 

4.3. 支付意愿分布特征 

 
Figure 6. Statistics of willingness to pay 
图 6. 支付意愿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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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样本中，超过八成受访者表示愿意为情绪改善相关产品或服务支付费用，支付意愿均值为

127.5 元，中位数为 101.2 元。主流价格带集中在 50~150 元[48]；同时约 14%的受访者愿支付 300 元以

上，显示市场既有大众型基础需求，也存在中高端细分空间[49]。这一“总体较高、结构分化、边界清晰”

的分布，与后文“理性结账”的判断相互印证。详见图 6。 

4.4. 稳健性检验：IIA 假设与偏好异质性 

条件逻辑模型依赖无关方案独立性(IIA)假设。Hausman-McFadden 检验 ( )202. 012 4 0.0d pH f = <= ， ，

拒绝 IIA，提示存在偏好异质性[50]。为此进一步估计随机参数混合 Logit (对三个非价格属性设正态随机

系数，以受访者为面板，模拟抽样 400 次)。结果显示三个属性的随机系数标准差均高度显著( 0.001p < )，
证实显著的个体异质性[51]；各属性系数符号与显著性同基准一致，混合 Logit 的 MWTP (专业背书约 80.6
元、效果约 41.3 元、隐私约 40.5 元)与基准吻合，表明估计稳健，且与 4.1 节三类聚类相互印证。 

5. 驱动机制与影响因素研究 

5.1. 相关分析、群体细分与特征筛选 

 
Figure 7. Correlation heatmap 
图 7. 相关性热力图 

 
核心变量相关性热力图如图 7 所示。生活压力与孤独感强正相关( 0.73r = )、与情绪唤醒中等偏强正

相关( 0.66r = )；情绪唤醒与购买意愿较弱正相关( 0.10r = ) [52]；值得注意的是，价格敏感度与健康关注

相关最强( 0.64r = )，而与冲动倾向、情绪唤醒相关较弱( 0.28− 、 0.14− )，提示价格敏感度并非由情绪驱

动，而是相对独立的价值评估线索。多数变量间相关系数低于 0.7，多重共线性不严重[53]。列联分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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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表明压力水平与消费动机显著关联(Cramer’s V = 0.271)，高压力群体中“情绪代偿”动机占比达60.41%。

在此基础上，K-Means 聚类根据消费动机、价值评价和支付特征，将样本划分为“情绪驱动型”“价值权

衡型”和“体验关注型”三类，体现不同消费者在疗愈消费过程中的偏好差异。揭示了 Z 世代内部在消

费动机、评价标准与支付边界上的显著异质性。 
随机森林模块回答“谁更容易被触发”。以 20 个预测变量对购买意愿建模(5 折交叉验证，out-of-bag 

2 0.42R ≈ )，特征重要性排序显示品牌忠诚度(0.165)、冲动倾向(0.140)与情绪唤醒(0.127)居前，而价格敏

感度重要性近乎为零(0.0005)。这一结果与 OLS 中价值意识系数最强(0.614)并不矛盾，恰恰是两种方法回

答不同问题的体现：随机森林显示情感变量具有较高区分能力，而价格敏感度预测重要性较低。该结果

与 OLS 结果并不矛盾：前者关注个体差异识别，后者解释购买意愿形成机制。结合 K-Means 聚类识别的

“冲动代偿型”“精算治愈型”“跟风体验型”三类人群，其中，情绪驱动型群体约占 33.66%，表现出

较高的情绪相关消费倾向。 

5.2. “情感–理性”双路径模型 

传统研究多将情感与理性设为“理性抑制感性”的关系。本研究采纳双过程加工视角，但强调两系

统并非互不影响：“并行”指两系统并发并相互作用，而非统计上的可加独立。更具解释力的是“默认–

干预”式序贯加工——情感系统先给出默认反应(“感性入场”)，再由理性评估审视、干预并主导支付(“理

性结账”)，二者权重随情境而变。据此构建情感路径(压力→情绪唤醒→购买)与价值理性路径(价格敏感

度→购买)，并纳入交互项检验调节。其中“价格敏感度”测度受访者对“性价比/物有所值”的关注，可

视为价值理性的代理。构建如下平行方程组： 

0 1,M a Xα ε= + ⋅ +                                       (7) 

0 2 ,Y c X b M d Wβ ε′= + ⋅ + ⋅ + ⋅ +                                 (8) 

公式(7)中，M 表示中介变量(情绪唤醒)，X 表示自变量(生活压力)，a 为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效应系数；

公式(8)中，Y 表示因变量(购买意愿)，W 表示理性认知变量(产品认知)， c′为控制其他变量后的直接效

应， b 为情绪中介路径的驱动系数， d 为产品认知路径的驱动系数， 1ε 与 2ε 为残差项。据此构建情感路

径(压力→情绪唤醒→购买)与价值理性路径(价值意识→购买)的联立方程，并纳入“压力 × 价值意识”

交互项。需要强调，方程(7)~(8)在计量形式上为可加结构，但本文的理论主张并非两系统统计独立：交互

项系数正是检验“默认–干预”序贯关系的核心参数——若显著为正，表明理性评估强化而非抑制情感

能量向支付的转化。 

5.3. 模型估计与解释 

对连续变量标准化(Z-score)并检验方差膨胀因子，全部变量 VIF < 3。采用 OLS 多元回归结合非参数

Bootstrap 法(设定重复抽样 5000 次)对上述“双系统”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评估显示，该 OLS 模型的拟合

优度，统计量为 103.100 ( 0.001p < )。调整为 0.150，F = 103.100 ( 0.001p < )。本模型旨在检验情感与理

性双路径的相对权重及交互模式而非最大化预测力，且所有核心路径系数均在 1%水平显著。根据 Cohen
等的建议，在以态度量表为自变量的社会调查模型中，0.15 左右的属于中等偏上水平，足以支持理论推

断。详见表 4。 
情感路径上，情绪唤醒与购买意愿显著正相关(0.356, 0.001p < )；价值理性路径上，同时，生活压力

也保留了显著的直接正向效应(0.364, 0.001p < )；价格敏感度与购买意愿关联最强(0.614, 0.001p < )。与
图 5 中 0.32r = 相互印证——其正向方向表明该变量更多体现“物有所值”的价值导向而非价格规避。更

关键的是，“压力×价格敏感度”交互显著(0.019, 0.030p = )，说明对性价比的重视会调节压力向购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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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的转化强度。这表明情感与理性并非“独立并行”，而是序贯衔接、彼此调节，与双过程理论一致。鉴

于数据为单一时点横截面自陈，上述系数宜审慎解读为统计关联而非因果效应。 
 

Table 4. OLS regression results 
表 4. OLS 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t 值 P 值 95%置信区间 

情绪唤醒 0.356 0.028 12.729 0.000 [0.301, 0.411] 
生活压力 0.364 0.032 11.375 0.000 [0.298, 0.430] 

价格敏感度 0.614 0.042 14.628 0.000 [0.532, 0.696] 

压力 × 价格敏感度 0.019 0.009 2.176 0.030 [0.002, 0.036] 

5.4. Bootstrap 中介效应检验 

为进一步量化情绪系统的具体传导比重，采用非参数 Bootstrap 法，设定 5000 次重复抽样并计算偏

差校正置信区间，检验生活压力经情绪唤醒影响购买意愿的中介效应，结果如表 5 所示。总效应为 0.482，
经情绪唤醒的间接效应为 0.118 (95%区间不含 0)，说明中介效应显著成立。并且该间接效应占到了总效

应(0.482)的 24.5%；直接效应 0.364 仍显著且大于间接效应。 
 

Table 5. Results of the mediation effect test 
表 5.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路径关系 效应类型 效应值(Effect) 95%置信区间(LLCI, ULCI) 显著性 
生活压力→购买意愿 总效应 0.482 [0.412, 0.552] 显著 
生活压力→购买意愿 直接效应 0.364 [0.298, 0.430] 显著 

生活压力→情绪唤醒→购买意愿 间接效应 0.118 [0.093, 0.146] 显著 

 
综合“触发”与“决策”两阶段证据，本研究的双路径决策机制如图 9 所示：情绪唤醒在统计上扮

演与购买兴趣关联的“触发器”角色(随机森林中情感因素居前)，价值理性因素在支付决策阶段表现出更

强的解释作用。这一“感性入场、理性结账”的序贯交互模式表明，Z 世代的疗愈消费已非盲目的“情绪

代偿”，而是一种清醒的“理性治愈”。 
 

 
Figure 9. Dual-path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of “affective entry, rational checkout” 
图 9. “感性入场，理性结账”的双路径决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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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讨论 

6.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 1171 份有效问卷，结合离散选择实验、随机森林和 OLS-Bootstrap 中介分析，考察青年

消费者疗愈消费中的支付偏好与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在本研究样本中，疗愈消费决策表现出“情绪触

发–价值评估”的序贯特征：情绪唤醒与购买意愿相关，并部分解释生活压力与购买意愿之间的关联；

价值评估因素与购买意愿关联程度更高，并发挥调节作用。本文提出的“理性治愈”并非指消费者完全

依赖理性计算进行消费，而是强调情绪需求与价值判断在消费决策中的协同作用。其中，情绪因素主要

影响消费者是否产生关注和购买倾向，价值因素则影响消费者是否进一步接受该消费选择以及支付水平。 

6.2. 理论贡献 

其一，将情绪价值纳入离散选择框架进行货币化测度，为“情绪价值定价”提供中国情境的经验证

据，拓展了消费价值理论。其二，以双系统视角刻画情感与理性的序贯关系与交互：本文区分“触发”与

“决策”两阶段，并以显著的情感–价值交互项，将零售疗法对情绪性消费“目标导向”的理解推进到

“情感与理性如何序贯交互”的机制层面。其三，提出“理性治愈”分析框架，用于解释消费者如何在情

绪需求与价值评估之间进行权衡，并拓展情绪消费研究中关于情感因素与理性判断关系的讨论。 

6.3. 管理启示 

支付意愿估计可为产业定价与产品设计提供参照。支付意愿结果显示，专业背书、效果反馈和隐私

保护均能够提升消费者对疗愈产品的价值感知，其中专业背书具有较高价值权重。因此，相关产品设计

应关注专业可信度、效果呈现和信息安全等因素。据此，平台与品牌方可通过专业背书、效果反馈和隐

私保护提升消费者信任，避免过度强调负面情绪。鉴于支付意愿结构分化及三类群体，可采取分层定价：

轻度解压场景提供高性价比虚拟服务，深度疗愈场景以专业背书与品牌联名形成合理溢价。 

6.4.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文仍存在一定局限。第一，研究数据来源于单一时间点调查，且支付意愿基于离散选择实验的假

设情境，结果主要反映消费者偏好倾向，未来可结合长期追踪数据或真实消费记录进一步验证。第二，

本文以价格敏感度作为价值理性的代理指标，尚未涵盖质量感知、品牌信任和功能效用等维度，后续研

究可采用多维量表并结合潜类别模型开展分析。第三，生活压力对购买意愿仍存在未解释的直接影响，

未来可进一步考察社会规范、身份认同和数字平台环境等因素的作用机制。第四，本文样本限定于中国

青年消费者，结论在其他年龄群体和文化环境中的适用性仍需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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